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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淡水湖泊是全球碳循环的热点区域，也是地表碳排放的重要源区。本文以中国最大的吞吐型淡水湖——鄱阳湖流域内

的卫星湖为研究对象，通过结合腔衰荡光谱技术、稳定同位素和有机质光谱分析等手段，系统探究了不同水文条件下鄱阳湖

流域卫星湖群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排放的时空特征、产甲烷途径及其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鄱阳湖流域卫星湖

群的碳排放通量表现出由水文条件主导的显著时空异质性，CO2 排放通量在不同规模湖泊中呈现不同的季节模式：大中型湖

泊在丰水期因陆源输入和异养呼吸增强而排放更高，均值为 13.68 ± 26.77 mmol m-2 d-1，而小型湖泊（<10 km2）反而在枯水

期表现出更强的排放，均值为 18.23 ± 28.72 mmol m-2 d-1。高碳排放区集中在受陆源输入影响强烈的入湖水域及浅水区，丰水

期 CO2 释放峰值可达 127.80 mmol m-2 d-1。同时，CH4 排放在所有湖泊中均表现为丰水期高于枯水期，在中型湖泊中季节差异

尤为显著（P<0.01），均值从枯水期的 0.07 ± 0.12 mmol m-2 d-1 增至丰水期的 0.27 ± 0.23 mmol m-2 d-1，但局部区域枯水期的

排放峰值可达 2.6 mmol m-2 d-1。稳定同位素证据揭示产甲烷途径发生了转变，从丰水期到枯水期，αC 的整体范围缩小且最大

值从 1.07 降至 1.05，表明产甲烷途径从丰水期的氢气还原与乙酸裂解共存，转变为枯水期以乙酸裂解为主。进一步分析表明，

CO2 的排放驱动力从丰水期的外源输入和呼吸作用，转变为枯水期的内源光化学与生物降解；而 CH4 的产生则从外源底物驱

动的湖底产甲烷，转变为内源物质在局部微环境的分解。这些发现表明流域过程显著影响吞吐型湖泊碳排放，有助于深入理

解湖泊碳循环动力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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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water lakes are hotspots i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and important sources of surface carbon emiss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atellite lakes within the Lake Poyang Basin, the largest throughflow freshwater lake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cavity 

ring-down spectroscopy,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and organic matter spectroscopic analysis, w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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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methane (CH4) production pathways, and key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dioxide (CO2) and CH4 emissions 

under different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rbon emission fluxes from the satellite lakes in the Lake Poyang Basin 

exhibit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which is primarily driven by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The seasonal patterns of CO2 
emission fluxes varied among lakes of different scales. Large and medium-sized lakes exhibited higher emissions during the wet season 

due to enhanced terrestrial inputs and heterotrophic respiration, with a mean of 13.68 ± 26.77 mmol m-2/d. In contrast, small lakes (<10 

km2) displayed higher emissions during the dry season, with an average flux of 18.23 ± 28.72 mmol m-2/d. Hotspots of CO2 emission 

were consistently concentrated in river inlets and shallow zones, which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errestrial inputs, with peak fluxes 

reaching up to 127.80 mmol m-2/d during the wet season. Meanwhile, CH4 emissions were consistently higher during the wet season 

than in the dry season across all lakes. This seasonal difference wa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medium-sized lakes, where the average 

flux increased from 0.07 ± 0.12 mmol m-2 /d in the dry season to 0.27 ± 0.23 mmol m-2/d in the wet season; however, localized peak 

emissions in the dry season could reach as high as 2.6 mmol m-2/d.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revealed a shift in methanogenic pathways 
from the wet to the dry season. The overall range of αC narrowed, with the maximum value decreasing from 1.07 to 1.05, indicating a 

transition from the coexistence of hydrogenotrophic and acetoclastic methanogenesis during the wet season to a predominance of 

acetoclastic methanogenesis during the dry season.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primary drivers of CO2 emissions shifted from 

allochthonous inputs and respiration in the wet season to autochthonous phot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degradation in the dry season. 

Similarly, CH4 production transitioned from benthic methanogenesis fueled by allochthonous substrates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autochthonous matter in local microenvironments. These findings illustrate that catchment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affect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roughflow lakes, which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lake carbon 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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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

等一系列环境问题[1]，IPCC 报告表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处于近百万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2]。自 1750

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的平均浓度分别增加了约 40%和 150%[2]，CO2 作为大气中

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其对增强地表温室效应的贡献达 70%[3]，是长期气候变化的最大贡献者。尽管

大气中 CH4 浓度远小于 CO2，但相较于 CO2 具备更强的温室效应，在年代际至百年尺度上的全球增温潜

势是 CO2 的 28~34 倍[4]。因此，CO2 和 CH4 的源汇动态及其影响因素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

一。在全球碳循环中，湖泊等内陆水体是碳交换的热点区域，全球湖泊和坑塘等内陆水体面积约占地球

陆地表面的 3%左右[5]，但每年承接、输移、排放的碳通量高达 5.1 PgC[6]。全球内陆水体的 CO2 年排放总

量约为 2.1 Pg C[7]，而 CH4 排放通量可达 538~884 Tg/a，约为每年全球 CH4 排放通量的 40%[8]。作为陆地

—大气界面碳输移的热点区域，湖泊不仅通过生物、化学和物理过程释放 CO2 和 CH4
[9]，是地表碳排放

重要的源，也会通过有机碳的沉积埋藏等过程发挥碳汇功能[10]。因此，湖泊的碳通量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区域碳循环的动态机制，也为完善全球碳通量模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湖泊 CO2 和 CH4 排放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湖泊的碳排放受到流域单次洪水

携带的大量有机质输入的显著影响[11]。研究发现在美国东部的森林中，降雨事件迁移的溶解性有机碳

（DOC）占年输出量的 86%，其中暴雨期仅占全年时间的 4.8%，这段时间却贡献了年 DOC 产量的 57%[12]；

对中国大型水库千岛湖的研究发现千岛湖年平均甲烷通量为 0.26 g C m-2/a，夏季排放最强，上游入湖区

域因陆地有机质输入，降解消耗溶解氧，其产物通过乙酸产甲烷途径显著促进甲烷生成，表明陆地有机

质输入与降解是调控千岛湖甲烷排放的关键机制[13]；洪泽湖 CO2 排放通量丰水期＞枯水期＞平水期，呈

现碳源到弱碳汇转变，其中淮河来水量是 CO2 排放通量的主导因子，丰水期外源碳输入及富营养化促进

排放，平枯水期以内源降解为主[14]。然而，这些湖泊的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量变化仍然有限，导致单次

洪水携带的有机质有限，限制了我们对暴雨期间流域有机质脉冲式输入对湖泊碳排放机制和通量的理解。 

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承接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水，经湖泊调蓄后由湖口

泻入长江，形成巨大的吞吐型水文系统，其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位差异达 10m 以上[12]，是研究流域有机

质脉冲式输入对湖泊碳排放影响的理想区域。这种显著的水文动态不仅直接影响湖泊的水动力过程，还

调控了湖泊与大气之间的气体交换，进而对 CO2 和 CH4 的通量产生复杂影响[16]。与此同时，近年来人类

活动对鄱阳湖水文条件的干扰日益加剧，包括水利工程建设、围湖造田和农业面源污染[17]等，这些因素

进一步影响鄱阳湖的碳通量。近期对鄱阳湖湿地碳排放研究表明 2000-2020 年鄱阳湖地区典型湿地碳储

量先增后减，空间分布差异显著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不同生境 CO2 年通量有差异，水位变化显著影响其碳源汇

特征[18]。已有研究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湖群，对鄱阳湖碳通量的研究集中于整体湖区和周边湿地的通量

估算，李艳红等利用碳同位素技术探讨了鄱阳湖主湖区整体为碳源，不同水文期 DIC 通量差异显著，丰

水期通量是枯水期的 60.6 倍，且水气交换和河流输入是主要来源[20]；而且，鄱阳湖湿地土壤有机碳空间



分布呈现主湖区中部偏北及南部湖湾较高、北部入江通道最低的特征，且河口冲积洲滩和碟形湖的有机

碳含量显著高于河道，不同因素对有机碳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21]。 

这些研究为理解鄱阳湖大尺度碳收支提供了关键依据，但大多忽视了鄱阳湖流域内众多中小型卫星

湖群在区域碳循环中的作用。中小型湖泊尽管面积较小，但由于周长与表面积比很高，水域较浅，接收

的陆地碳负荷更高，沉积物底质有较高的有机质含量，且与大湖相比，往往是 CO2 和 CH4 的强排放源，

其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可能远高于大湖[22]。而鄱阳湖流域周边存在着众多的中小型湖泊，以往对鄱阳湖流

域周边中小型湖泊的相关工作较少。此外，以往对鄱阳湖的研究更多关注碳通量的量化与时空分布，而

对其内在驱动机制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于 CO2 和 CH4 的生物地球化学来源与产生路径缺乏深入探

讨。研究表明暴雨径流能携带大量陆源有机质，其中土壤淋溶有机质中通常芳香族占比较高、对应光化

学活性较强，能快速被微生物降解利用[23]。通过有机质的快速输入和降解，会显著增加湖泊的 CO2 和 CH4

排放[24]。由于鄱阳湖流域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夏季流域降水径流携带大量陆源有机质进入湖泊，陆源有

机质的输入和降解会引发水环境、乙酸等有机酸、溶解性无机碳（DIC）、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群落发

生变化，并影响 CO2、CH4 排放通量及同位素组成的变化。 

本文主要聚焦在鄱阳湖流域周边的 30 余个中小型湖泊，研究鄱阳湖流域卫星湖群的碳通量以及季节

变化特征，本文提出的科学假设为丰水期大量有机质输入和快速矿化为碳排放提供重要底物，同时有机

质降解会改变 CO2 和 CH4 的排放；枯水期湖泊的碳排放过程可能更多地由内源产生（如藻类、水生植物

凋亡）的有机质所主导。尝试从现象描述深入到机理揭示，不仅关注碳排放通量，且结合腔衰荡技术、

有机质光谱和稳定同位素等手段，试图揭示丰水期有机质输入对鄱阳湖卫星湖群碳排放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流域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面积达 16.22 × 104 km2，属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年平均降水量在 1400 ~ 1800 mm 之间，降水季节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 4 

~ 6 月[25]。鄱阳湖作为流域内的核心水体，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吞吐型、季节性湖泊。其水位年内

波动显著，4 ~ 9 月丰水期水域面积可达 4000 平方千米以上，10 月至次年 3 月枯水期缩至数百平方千米，

水位年变幅超 10 米，形成“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景观[26]。鄱阳湖湖体通常以吴城和都昌之间的松

门山为界限，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北湖区，主体部分为一通江水道，湖面狭窄，湖水较深，长约

40 km，宽 3 至 5 km。南部为南湖区，湖面宽阔，湖水深度较浅，是湖区主体，长约 133 km，最宽处约

74 km。湖区生态系统多样，湿地、水域、洲滩等生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

徙路线的重要停歇地，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水文动态[27]。 

1.2 样品采集与测定 

根据江西省生态气象中心数据，2024 年 7 月上旬鄱阳湖面积达到 4000 km2 以上，12 月湖泊水域面

积则萎缩至约 700 km2，这两个时期的水文状况与鄱阳湖多年平均的丰、枯水期情势高度吻合[28]，表明

2024 年的水文情景可代表鄱阳湖流域的平均状态。因此，本研究选择 2024 年 7 月和 12 月于鄱阳湖流域

开展样品采集与分析工作，研究鄱阳湖流域水文变化对湖泊碳排放的影响。采用 Yellow Springs Instruments 

EXO2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野外原位测定水温（T）、溶氧（DO）、pH 等主要水体理化参数；风速采用便

携式风速仪原位测定，流速采用便携式流速仪测量。共采集水样 143 个，其中 7 月采集鄱阳湖流域湖泊

水样 85 个，12 月采集 58 个；表层水体溶存气体采样与水样采集同步进行，采样点位、数量及时间完全

对应，每湖设置 3 个采样点；使用采水器采集表层（0~0.5 m）水样，采集后立即置于放有冰块的保温箱

中避光保存，当日带回实验室过滤预处理。水样经 0.7 μm 孔径的 Whatman GF/F 玻璃纤维滤膜过滤后，

通过 Aurora 1030W TOC 总有机碳分析仪测定溶解性有机碳（DOC）浓度；总氮（TN）和总磷（TP）浓

度采用分光光度计测定[29]。用 0.22 μm Millipore 滤膜对水样进行过滤，测定相关水化学指标和溶解性有

机质（DOM）光学指标，吸收光谱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Shimadzu UV-2550，日本）上测定，使用 5 

cm 比色皿，以 1 nm 间隔测定 200~800 nm 波长吸光度，以当日 Milli-Q 超纯水为空白对照，用 DOM 在



254 nm 处的吸收系数 a254 表征其相对丰度，计算 SUVA254 及光谱斜率 S275-295，S275-295 表征 DOM 的光谱

斜率，其值越低表示陆源腐殖酸信号越强[30]，SUVA254 表示 254 nm 处的比紫外吸收，其值越高表明 DOM

芳香性水平越高[31]。 

三维荧光光谱（EEMs）的测定采用日立 F-7000 荧光光谱仪（Hitachi High-Technologies，Tokyo，

Japan），测量在室温（20 ± 2℃）条件下进行，仪器配备的氙灯电压设置为 700 V。仪器的扫描参数设

置为：激发波长范围 230-450 nm（间隔 5 nm），发射波长范围 300-600 nm（间隔 1 nm），且激发与发射

的狭缝宽度均设为 5 nm。EEMs 首先扣除超纯水空白并进行拉曼校准[32]。同时，依据样品在相应激发和

发射波长下的吸光度，对内滤效应进行校正[33],[34]。最终，所有 EEMs 的荧光强度均通过超纯水光谱标定

为拉曼单位（R.U.）。腐殖化指数（HIX）是在激发波长为 255 nm 时，300~345 nm 和 435~480 nm 之间

的平均荧光发射强度之比，较高的 HIX 表示 DOM 的腐殖化程度较高[35]。陆源主峰 C（Terrestrial Peak C）

是激发波长 320-360 nm 和发射波长 420-460 nm 范围内的荧光强度峰值，主要指示芳香性程度高、分子

量较大的陆源腐殖质类溶解性有机物，可直接反映水体受陆地径流输入影响的程度[36]。 

表层水体溶存 CO2、CH4 浓度采用顶空平衡法测定[37]：用带三通旋塞阀的 550 mL 聚丙烯注射器从水

面下 0.1 m 处抽取 400 mL 水样，加入 100 mL 2 m 处背景空气形成顶空，剧烈摇晃 2 min 后静置 1 min，

将顶空气体注入 0.3 L 铝箔气袋，同时采集各采样点 2 m 处空气作为背景值用于后续计算。溶解性无机碳

（DIC）的采集方法为用带三通旋塞阀的 550 mL 聚丙烯注射器从水面下 0.1 m 处抽取 50 mL 水样，加入

5 mL 的 30%磷酸，再加入 100 mL 的 2 m 处背景空气形成顶空，剧烈摇晃 2 min 后静置 1 min，将顶空气

体注入 0.3 L 铝箔气袋，将气袋带回实验室用 Picarro G2201-i 同位素分析仪分析。 

1.3 表层水体 CO2、CH4 浓度和通量计算 

通过气体溶解平衡及亨利定律计算水体溶存 CO2 和 CH4 浓度，以 CO2 气体为例，计算公式为： 

Cw=Cg⋅
Vg

Vl

+Cl (1) 

Cl=f
g
×a (2) 

ln a =A1+A2 (
100

T
) +A3 ln (

T

100
) +A4 (

T

100
) +S [B1+B2 (

T

100
) +B3 (

T

100
)

2

] (3) 

式中：Cw为水样中溶存气体浓度（μmol/L）；Cg为平衡后的气体浓度（μmol/L）；Vg 和 V1 为顶空平衡中

气相和液相的体积；Cl为顶空平衡后剩余液相中 CO2的溶解浓度(μmol/L)；f
g
为气体的摩尔分数（μmol/mol）；

a为布什系数；S为盐度（‰）；A1、A2、A3、A4、B1、B2、B3 为常数[38],[39]。 

根据水—气界面气体扩散模型计算 CO2 和 CH4 扩散通量[40]： 

F=kw×(Cw-Ceq) (4) 

kw

k600

= (
Sc

600
)

-n

(5) 

k600=2.07+0.215U10
1.7 (6) 

Sc=1911.1-118.11T+3.4527T2-0.04132T3 (7) 

式中：F 为水-气界面交换通量；Cw是表层水体 CO2 浓度，Ceq为原位条件下水-气界面平衡时大气 CO2 浓

度（μmol L-1）；kw是水-气界面气体交换系数，k600是当施密特数为 600 时对应的 k 值，U10 是 10 m 高度

处的风速，n 由 U10 决定，U10<3 m s-1 时，n=2/3；U10>3 m s-1 时，n=1/2；Sc 是施密特常数，T 为表层水

体温度（℃）。 

1.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Excel 2019 与 Origin 2021 完成基础数据的汇总整理、数据清洗及相关性检验等分析工作；使用

ArcGIS 10.8 完成研究区域的空间数据处理与空间分布图绘制；利用 SPSS 开展统计分析，包括平均值、

方差计算、方差分析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同一规模不同季节以及不同规模组

间的数据差异进行显著性水平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体 CO2 和 CH4 排放通量的时空变化特征 

2024 年 7 月和 12 月鄱阳湖湖泊水位波动较大，湖泊面积差异显著，CO2 和 CH4 排放通量也存在明

显时空分异。在丰水期，CO2 通量（FCO2）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数值范围从吸收（-7.4~-6.4 mmol/(m2 

d)）到强烈释放（高达 53.8 至 127.8 mmol/(m2 d)）。吸收主要发生在湖泊北部开阔水域的部分点位，而

高释放区则主要分布在湖泊的边缘地带、支流汇入区以及水深较浅的南部和西南部水域（图 1a）。进入

枯水期，湖泊面积大幅萎缩，FCO2 的数值范围变为-5.5 至 59.5 mmol/(m2 d)（图 1d）。与丰水期相比，

枯水期 FCO2 的最大释放有所下降，但仍以释放为主。吸收现象依然存在，主要分布在残存的较小水体

中。总体而言，丰水期由于水体淹没范围广，尤其湖泊的边缘地带、支流汇入区以及水深较浅的南部和

西南部水域，来自陆源的有机物和营养盐输入较高[41]，有机物分解和呼吸作用强烈，导致 CO2 释放较高；

枯水期水位下降，部分滩地出露，水体范围缩小，虽然最大释放通量降低，但整体仍表现为碳源。这与

鄱阳湖 2003–2022 年的长期观测结论一致，此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丰水期永久开阔水域因水深与分解速

率优势可形成弱碳汇，边缘带与支流区则因陆源输入驱动成为碳源；而针对枯水期，鄱阳湖枯水期退水

带植被生长虽增强碳吸收，但湖泊整体因土壤呼吸与水体有机质分解作用仍为碳源[42]。 

 
图 1 鄱阳湖流域湖群丰水期（a-c）与枯水期（d-f）二氧化碳通量（FCO2）、甲烷通量（FCH4）和溶解性无机碳（DIC）的

时空变化特征（FWL 为北部波动水位区；HWL 为南部高水位区[44]） 

Fig.1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carbon dioxide flux (FCO2), methane flux (FCH4), and 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DIC) in the 

lake clusters of the Lake Poyang Basin during the high-flow period (a-c) and low-flow period (d-f).（FWL: Northern Fluctuating 

Water Level area；HWL: Southern High Water Level area[44]） 



丰水期，鄱阳湖的 CH4 通量（FCH4）大多数表现为释放，范围在 0.0 至 1.5 mmol/(m2 d)之间（图 1b）。

高通量区域与 FCO2 的高值区有一定重叠，主要集中在湖泊南部、西南部等水深相对较浅、受陆源输入影

响较大的区域，以及部分边缘水域，这些浅水区底泥温度较高，且富含有机质，为产甲烷菌的活动创造

了有利的厌氧环境；相比之下，湖心开阔水域的 FCH4 相对较低，湖心开阔水域由于水深较大，CH4 在向

上扩散过程中可能易被氧化。进入枯水期，湖泊水位下降，水体萎缩，CH4 依然全部表现为释放，但其数

值范围变为 0.0~2.6 mmol/(m2 d)（图 1e），但枯水期 CH4 通量的最大值（2.6 mmol/(m2 d)）显著高于丰水

期的最大值（1.5 mmol/(m2 d)）。高通量点位在枯水期分布相对分散，但一些位于原先湖床或浅水区的点

位表现出较高的释放速率，一方面，静水压力的降低有利于底泥中 CH4 以气泡形式逃逸[43]；另一方面，

扩散路径的缩短也减少了其在水体中的氧化损耗。总体来看，鄱阳湖在两个时期均为 CH4 的排放源，但

枯水期局部区域的 CH4 释放强度更高。 

丰水期，鄱阳湖水体 DIC 浓度范围在 1.1~3.83 mg/L 之间（图 1c）。DIC 浓度高值与 CO2 通量和 CH4

通量的高值都有所重叠，较高值主要出现在东南部和西南部以及北部受径流输入影响较大的区域，表明

河流输入是鄱阳湖 DIC 的重要来源，河流携带了大量来自流域土壤和岩石风化的碳酸盐，以及有机物分

解产生的 DIC。进入枯水期，湖泊水体大幅减少，DIC 浓度范围变为 0.6 至 3.3 mg/L（图 1f）。与丰水期

相比，枯水期 DIC 浓度的最大值略有下降，且最低值也更低，整体浓度有所降低，可能是因为枯水期入

湖径流量减小，外源 DIC 输入相应减少，同时，残留水体中可能存在的水生植物光合作用也消耗了一部

分 DIC，导致其浓度降低。 

2.2 δ13C-CO2 和 δ13C-CH4、碳同位素分馏系数的时空变化特征 

在丰水期 δ13C-CO2 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数值范围为–28.9‰至–11.1‰（图 2a）。同位素值较重

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湖泊北部主湖区及东部部分支流汇入的浅水区域。浅水区光照条件更好，水生植物和

藻类的光合作用更为强烈，优先利用 12C 的 CO2
[45]，导致剩余水体中的溶解无机碳库富集 13C，使 δ13C-

CO2 值偏重，而同位素值偏负的区域则主要分布在南部入湖河道及湖心主湖区等开阔水域；枯水期湖泊

面积显著萎缩，δ13C-CO2 的数值范围变为–20.3‰至–8.4‰（图 2d），较重的同位素值出现在南部和东部

的残留水体和水陆交错带，但整体空间差异性相较于丰水期有所减弱。从丰水期到枯水期，δ13C-CO2 整

体显著变重，这可能与水位下降导致水体透明度增加、初级生产力相对增强[46]，以及水体-大气交换更为

充分有关[47]。 

在丰水期 δ13C-CH4 的空间分布规律与 δ13C-CO2 较为相似，数值范围为–80.5‰至–19.9‰（图 2b），

同位素值较重的区域同样集中在北部的浅水和边缘区域。而同位素值较轻的区域则对应湖心开阔水域和

南部；枯水期 δ13C-CH4 数值范围变为–58.5‰至–30.3‰（图 2e），较重的同位素值点位依然主要分布在

原湖床的浅水区和滩地区域。在空间上，湖心深水区沉积物长期处于厌氧状态，有利于通过氢气还原 CO2

途径产 CH4，该途径具有极大的同位素分馏效应，产生同位素较轻的 CH4（–110‰ ~ –60‰）[48]，而在湖

泊边缘的浅水区，较重的 δ13C-CH4值可能归因于两个过程的叠加：一是乙酸裂解产甲烷途径的贡献增加，

该途径的分馏效应较小，产生的 CH4 同位素较重（–70‰ ~ –30‰）[13]；二是浅水区水体-沉积物界面更容

易发生好氧-厌氧交替，导致部分产生的 CH4 在向上迁移过程中被甲烷氧化菌消耗，甲烷氧化过程优先消

耗 12CH4，使得剩余的 CH4 富集 13C，从而导致 δ13C-CH4 值显著偏重。在时间上，从丰水期到枯水期δ
13C-CH4 的整体变重，是由于水位下降导致甲烷氧化作用范围和强度增加，以及产甲烷途径系统性转变的

共同结果。 

δ13C-CO2 和δ13C-CH4 在时空分布上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为我们理解湖泊碳循环过程提供了有力

的相互验证。首先，在空间格局上，δ13C-CO2 和δ13C-CH4 值较重的区域均集中在北部及边缘的浅水区，

而较轻的值则出现在湖心开阔水域和南部。这种耦合关系清晰地指示了同一区域内碳循环过程的内在联

系：在浅水区，强烈的初级生产力导致水体溶解无机碳库富集 13C，而这些富集了 13C 的新鲜有机质沉降

后，便成为产甲烷的主要底物，最终产生同位素相对较重的 CH4。其次，在时间演变上，从丰水期到枯

水期，两个指标均呈现出整体变重的趋势，这是水位下降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即初级生产力增强导



致δ13C-CO2 变重，进而影响了产甲烷底物的同位素组成，并与甲烷氧化增强和产甲烷途径转变共同作用，

最终使δ13C-CH4 也变重。这进一步印证了水文条件是驱动整个湖泊碳同位素分馏格局的共同主导因素。 

碳同位素分馏系数 αC 是表征 CH4 和 CO2 同位素分离程度的参数，计算公式为 αC=(δ13C-

CO2+1000)/(δ13C-CH4+1000)，该系数能反映甲烷生成途径，其中 αC≥1.055 时对应氢气还原二氧化碳型，

αC<1.055时对应乙酸裂解型[49]。丰水期和枯水期在 δ13C-CH4值较低的区域，αC值都较高。αC值高（≥1.055）

的区域主要在湖心开阔水域，这些区域的产甲烷途径以氢气还原 CO2 为主，而 αC 值低的区域则集中在南

部和西南部，这些区域以乙酸裂解产甲烷为主。枯水期 αC 的数值范围变为 1.01 至 1.05（图 2f）。其空间

分布的规律性不如丰水期明显，但大体上，在残留的主河道或较深水体中 αC 相对较高。从丰水期到枯水

期，αC 的整体范围缩小且最大值从 1.07 降至 1.05，所有采样点的 αc 值均低于 1.055 的阈值。这一变化表

明湖泊的产甲烷途径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即从丰水期氢气还原和乙酸裂解途径共存的状态，转变为枯

水期以乙酸裂解途径占绝对主导的模式。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水文条件的变化重塑了产甲烷的底物供给

模式：从丰水期内外源有机质共同输入、底物多样的状态，转变为枯水期以利用沉积下来的内源有机质

为主、底物趋向单一的状态，从而导致了产甲烷微生物群落功能的系统性选择。 

 
图 2 鄱阳湖流域湖群丰水期（a-c）与枯水期（d-f）二氧化碳碳同位素（δ13C-CO2）、甲烷碳同位素（δ13C-CH4）和碳同位

素分馏系数（αC）的时空变化特征 

Fig.2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carbon dioxide carbon isotopes (δ13C-CO2), methane carbon isotopes (δ13C-CH4), and carbon 

isotope fractionation factor (αC) in the lake clusters of the Lake Poyang Basin during the high-flow period (a-c) and low-flow period 

(d-f). 

2.3 不同面积大小的湖泊碳通量与同位素的变化特征 

鄱阳湖流域湖群的碳通量表现出由季节性水文变化和湖泊形态共同调控的复杂模式。首先，无论湖



泊面积大小，CH4 通量在丰水期均普遍高于枯水期（图 3b）。这一季节差异在中型湖泊中最为显著（P<0.01），

其丰水期均值为 0.27 ± 0.23 mmol m-2 d-1，几乎是枯水期（0.07 ± 0.12 mmol m-2 d-1）的四倍，在小型和大

型湖泊中也是同样的趋势，丰水期的 CH4 通量，分别为 0.19 ± 0.20 和 0.05 ± 0.03 mmol m-2 d-1，均明显高

于枯水期，这种季节性增强可归因于丰水期较高的温度提升了微生物代谢速率，同时洪水携带的大量陆

源有机质为底泥中的产甲烷菌提供了充足的反应底物[51]。与此相似，溶解无机碳（DIC）的浓度也表现出

一致的季节性规律，即在不同面积的湖泊中，丰水期的 DIC 水平均高于枯水期（P<0.001）（图 3c）。这

主要是由于丰水期流域内强降雨和洪水事件，将大量富含 DIC 的陆源物质冲刷入湖，同时增强的异养呼

吸作用也为水体贡献了额外的无机碳。相比之下，FCO2 通量的季节动态则揭示了不同规模湖泊代谢过程

的差异,大中型湖泊在丰水期 FCO2 通量更高（图 3a），表明陆源有机碳输入增加后，水体异养呼吸作用

增强；然而，小型湖泊（<10 km2）在枯水期的 FCO2 通量为 18.23 ± 28.72 mmol m-2 d-1，远高于丰水期通

量 4.94 ± 10.64 mmol m-2 d-1，可能是由于枯水期水位下降，水体内部的初级生产力相对减弱，导致呼吸

作用产生的 CO2 无法被有效固定，从而向大气净排放增强[52]。 

 
图 3 不同丰枯条件下鄱阳湖流域湖群 FCO2、FCH4、DIC、δ13C-CO2 和 δ13C-CH4、αC 箱线图 

（***P<0.001，**P<0.01，*P<0.05） 

Fig.3 Boxplots of FCO2, FCH4, DIC, δ13C-CO2, δ
13C-CH4, and αC in the lake clusters of the Lake Poyang Basin under different high-

flow and low-flow conditions.（***P<0.001，**P<0.01，*P<0.05） 

稳定碳同位素数据为解释上述变化提供了有力证据，δ13C-CO2 值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光合作用与呼

吸作用的季节性消长。在丰水期，大型湖泊中相对富集 13C 的 CO2，均值为–11.84‰，表明尽管存在强烈

的呼吸作用，但旺盛的光合作用优先吸收了质量较轻的 CO2，使得水体表层 CO2 的 13C 相对富集[53]。进

入枯水期后，大型湖泊的 δ13C-CO2 急剧偏负至–17.87‰（图 3d），这指示了光合作用活性显著下降，而

陆源和内源有机质的分解成为 CO2 的主要来源；δ13C-CH4 值在所有湖泊枯水期都明显比丰水期更负（图

3e），尤其是小型湖泊（P<0.01），这种季节性变化可能与产甲烷底物类型的转变或微生物分馏效应的增

强有关，较低的温度通常会增大微生物代谢过程中的同位素分馏效应，从而产生 δ13C 值更负的 CH4
[55]。 

值得注意的是，δ13C-CO2 和 δ13C-CH4 在丰枯水期均显著变重，其原因在于湖泊碳循环的源汇过程共

同调控。首先，鄱阳湖流域卫星湖群广泛发育的水生大型植物构成了偏重的碳源,这些植物自身 δ13C 值远

高于藻类和陆源有机质[50]。当这些植物残体成为产甲烷的主要底物时，便从源头上决定了所产生的 CH4



具有偏重的同位素初始值。在此基础上，产甲烷途径向乙酸裂解为主的转变也贡献了更重的同位素信号。

对于 CO2，尽管偏重植物的分解贡献了一部分 13C，但水体高强度光合作用对 12C-CO2 的优先固定是更为

强势的主导过程，它强烈地消耗了水体中的轻碳，是导致 CO2 中 13C 富集的核心机制。 

αC 明确了鄱阳湖中甲烷的生成途径，所有湖泊在两个时期的 αC 均值（范围在 1.023-1.039 之间）均

显著低于氢气还原 CO2 途径的特征下限（αC>1.055），在丰水期仅有少数湖泊 αC 值>1.055，这强有力地

证明了丰水期由氢气还原和乙酸裂解途径共存，而枯水期以乙酸裂解途径占绝对主导，并且不同大小的

湖泊 αC 均值在枯水期都明显高于丰水期（图 3f），尤其是中型湖泊（P<0.01），表明在枯水期同位素分

馏程度增加，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在以乙酸裂解为主的背景下，氢气还原 CO2 途径的相对贡献有小幅提

升，因为氢气还原途径具有更大的同位素分馏系数，从枯水期到丰水期温度升高并且有机底物可利用性

也会发生变化，使得乙酸裂解产 CH4 的途径加强[56]。 

2.4 环境因子对 CH4 和 CO2 通量的影响 

环境因子对 CH4 浓度的影响在丰水期表现得更为显著和一致，而 CO2 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则在枯水期

呈现出独特的模式。在丰水期，水体 CH4 浓度与溶解性有机质（DOM）的多个指标以及总氮（TN）均呈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CH4 浓度吸收系数 a254（R2=0.11，P<0.01）、溶解性有机碳浓度 DOC

（R2=0.14，P<0.01）、DOC 碳同位素 δ13C-DOC（R2=0.06，P<0.05)以及 DOM 陆源主峰 C（Terrestrial Peak 

C）（R2=0.14，P<0.01）都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正相关（图 4）。这表明，在丰水期，由流域径流携带而

来的外源陆生有机质是驱动湖泊 CH4 产生的重要基质。丰水期降雨量大，地表径流增强，会将大量土壤

和植被碎屑中的有机碳冲刷入湖，这些富含腐殖质和芳香性化合物的陆源 DOM 为水体底泥或缺氧水层

中的产 CH4 微生物提供了条件[57]，与此同时，丰水期正值夏季，较高的水温极大地提升了包括产甲烷菌

在内的微生物的代谢活性，大量有机质的分解耗氧，也易在水体底层形成缺氧环境，这两种条件共同促

进了 CH4 的生成。此外，CH4 浓度与 TN 之间表现出最强的正相关性（R2=0.29，P<0.01），这说明营养

盐水平对 CH4 产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58]。氮的增加能够刺激包括产 CH4 菌在内的各类微生物的生长和

代谢活动，从而提高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效率，最终导致 CH4 产生速率加快。 

 

图 4 不同丰枯条件下环境因子及 DOM 相关参数与 cCO2、cCH4 的相关性图 

Fig.4 Correlation plo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DOM-related parameters  

with cCO2 and cCH4 under different high-flow and low-flow conditions. 

 



相比之下，在枯水期，上述所有因子与 CH4 浓度的相关性均不显著（P>0.05）。这可能是因为枯水

期水位下降，湖泊与周边陆地系统的联系减弱，外源有机质输入大幅减少。此时湖泊的化学过程可能更

多地由内源产生（如藻类、水生植物凋亡）的有机质所主导。内源有机质的性质和可利用性与外源陆生

有机质不同，可能导致其与 CH4 生成的关系变得复杂或减弱。进入枯水期，水温显著下降，直接抑制了

产甲烷菌的活性，这是导致 CH4 产生减弱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外，枯水期水温低、水位低、水量小，水

体与大气的气体交换也更充分，溶解氧水平相对较高[54]。这种低温和相对好氧的双重限制，既不利于产

甲烷过程，又会促进对已生成 CH4 的氧化消耗。因此，在物理条件的强力制约下，即使有可利用的有机

质，其转化为 CH4 的效率也大为降低，使得 CH4 浓度与有机质、营养盐等因子的线性关系不再明显。然

而在枯水期，cCO2 与腐殖化指数（HIX）呈现出微弱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²=0.09，P<0.05），在丰水

期则无此关联。HIX 是衡量 DOM 腐殖化程度的指标，高 HIX 值通常代表着来源更古老、结构更复杂的

陆源腐殖质[59]。这一关系表明在枯水期，对这些难降解的腐殖质的分解可能是水体 CO2的重要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鄱阳湖湖群的温室气体动态表现出强烈的季节性特征。丰水期，在夏季高温背景下，流

域输入的陆源有机碳和氮营养盐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一方面，丰富的有机质输入可能促进

水体好氧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成为 CO2 排放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这些有机质沉降到厌氧的湖底，在

高温和缺氧条件下为产甲烷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底物，共同驱动了 CH4 的排放。而进入枯水期后，随着外

源输入的减弱，湖泊生态系统的碳循环模式发生转变：高腐殖化有机质的光化学和生物降解过程成为驱

动水体 CO2 浓度的重要机制，而对于 CH4，低温和相对较高的溶解氧环境会抑制其生成和累积，主要来

源转变为湖泊内源有机质在局部厌氧微环境下的分解。 

2.5 主成分分析 

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PLS 模型能够有效地解释自变量与 cCH4 之间的

关系，PLS 第一成分的得分与 cCH4 浓度呈现出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0.31，p<0.001）（图 5b），这

表明第一成分是驱动 cCH₄变化的主要潜在变量，其载荷分布为了解甲烷产生的控制机制提供了关键信息。

第一成分与 TN、总磷（TP）、总悬浮物（TSS）、有机悬浮物（OSS）、溶解性有机碳（DOC）以及溶

解性无机碳（DIC）均具有较高的正载荷（图 5a），表明水体中丰富的营养盐（TN，TP）和大量的有机

质（DOC，OSS）是驱动甲烷生成的直接物质基础。高浓度的营养盐促进了初级生产，为异养微生物（包

括产甲烷古菌[60]）提供了充足的碳源，同时，DIC 作为有机质矿化的最终产物之一，其与 cCH4 的正相关

性共同指向了系统内旺盛的微生物代谢活动，吸收系数 a254 也呈现正载荷，进一步印证了有色溶解性有

机物（CDOM）作为产甲烷底物的重要性。与此相反，光谱斜率 S275-295 表现出强烈的负载荷，较低的 S275-

295 指示 DOM 芳香性较强[61]，主要来源于陆源输入，鄱阳湖湖群温室气体排放受流域外源输入的影响较

大。 

 

图 5 鄱阳湖 cCH4 与样品的 DOM 光学和水质指标的偏最小二乘 PLS 模型结果 

与 cCH4 与相应偏最小二乘第一轴 PLS1 得分的关系 

Fig.5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model results of cCH4 with DOM optical and water quality indices in Lake Poya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CH4 and the corresponding scores of the first PLS axis (PLS1). 



3 结论 

鄱阳湖的 CO2 和 CH2 通量在时空上表现出由水文条件主导的复杂异质性。空间上，温室气体高释放

区集中在边缘及浅水区，丰水期 CO2 释放峰值可达 127.8 mmol m-2 d-1，而湖心开阔水域则表现为低释放

甚至吸收。时间上，CH4 排放在丰水期普遍高于枯水期，但局部区域的释放强度在枯水期反而更高，峰值

可达 2.6 mmol m-2 d-1。CO2 通量的季节模式则与湖泊大小有关，其中小型湖泊在枯水期释放更强，而中

大型湖泊则在丰水期释放更高。 

稳定同位素揭示了鄱阳湖碳循环机制的季节性变化。从丰水期到枯水期，系统整体富集 13C、δ13C-

CO2 和 δ13C-CH4 的数值范围分别从–28.9‰ ~ –11.1‰和–80.5‰ ~ –19.9‰转变为更重的–20.3‰ ~ –8.4‰和

–58.5‰ ~ –30.3‰。产甲烷途径也发生了转变，从丰水期到枯水期，αC 的整体范围缩小且最大值从 1.07 降

至 1.05，即从丰水期氢气还原和乙酸裂解途径共存的状态，转变为枯水期以乙酸裂解途径占绝对主导的

模式。 

鄱阳湖湖群温室气体排放受流域外源输入影响较大，丰水期 CH4 排放受流域陆源有机碳、氮营养盐

驱动，与 DOC、TN、吸收系数 a254、δ13C-DOC 显著正相关；枯水期外源输入弱，cCO2 与 HIX 显著正相

关，高腐殖化有机质降解可能成为 CO2 重要来源，偏最小二乘法（PLS）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PLS 第一

成分得分与 CH4 浓度存在极显著正相关（R²=0.31，p<0.001），是驱动 CH₄变化的主导潜在变量，该成分

与 TN、TP、DOC、TSS、OSS、DIC 及 a254 等指标均具高正载荷，进一步表明水体中丰富的营养盐和大

量的、具陆源特征的有机质是驱动甲烷生成的直接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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